	九十年代台湾电影的政策 
（台湾）梁良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台湾电影界明显地逐步走向衰亡，景况令人感到悲哀。期间虽然仍有灿烂的火花出现，但都属于天边闪过的流星，很快又归于沉寂，无补于大局的荒芜。

　　造成这种败像的原因很多，主观和客观的因素都有，但最主要的影响来自四个方面：

　　一、当局采行的电影政策错误，造成台湾电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越来越萎缩，终至不堪一击。
　　二、台湾的电影经营业者目光短浅，只看重眼前的私利而无视本土电影业的永续发展，终于赔了夫人又折兵。
　　三、台湾的电影创作人才青黄不接，加上部分导演只为参加影展拍片而忽视观众的观念偏差，造成了观众对台湾电影"哀莫大于心死"。
　　四、好莱坞电影积极推动"全球一体化"的产品行销策略，从电影制作的电脑技术到多厅式影城的影音效果，都跟其他地区的电影大幅拉开距离，造成一种小巫见大巫的不公平竞争局面。

　　本文将列举一些历史事实，说明上述四个因素对台湾电影造成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局在电影政策上的失误，是如何严重地扼杀了台湾本土电影的发展。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一、国片制作辅导金政策。二科片拷贝开放政策。三、开放大陆拍片相关政策。 

　　先说辅导金及其行生的问题。 

　　在1989年开始推行一年一度的"国片制作辅导金"，本来是每年编列3000万元新台币的预算，用来辅导10部本土影片的制作。当年发行的本土制作新片仍达103部。然而，到了十年后的1999年，此项辅导金额已激增至1亿2000万元新台币，但年度发行的本土电影制作却不到20部，其中大部份还都是辅导金电影。 

　　换言之，当初在政策设计只是"辅助"性质的辅导金，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主导"台湾电影制作走向的一个最主要力量，而且台湾电影制作的数量不但没有'必辅越多"，而是"越辅越少"，这显然是'过策设计和执行失误"才导致的恶果。 

　　为何会事与愿违？因为当局的辅导金政策将绝大部分资源纯粹投注在本土电影的"制作"上，却忽略在电影业的生物链中亦居于重要地位的"发行"与"放映"这两个环节，没有为台湾电影在映演市场上创造出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环境，所以当强敌一来，就毫无还手之力。因为"政府"官员对'吃影辅导"的观念糊里糊涂，以至他们一方面花钱辅导本上电影制作，另一方面却又同时大幅度开放外片进口的映演戏院与拷贝数量限制（1990年将每一城市联映外片的戏院由单家增加为6家，进口影片拷贝数由8个增为12个，均大幅提高 50％），在发行和放映两方面增强外片的战斗力，这岂不是在自我抵消力量吗？以至好莱坞电影公司的出口扶其雄厚实力掠夺台湾电影市场的销售通路时，戏院纷纷转向排映西片，本地片拍好了却面临无戏院可以上映的恶运。因此，当局"有保护本上电影"之名，却无能发挥"保护主义'之实。这显然是政策错误造成的恶果。 

　　虽然电影辅导政策并未对"电影市场"发挥出影响力，但是却对本土电影的'制片策略"发生了很大的左右力量。其中，尤以早期电影辅导金额倾向支持为参加国际影展而拍摄之"艺术电影"，以及在国际影展中得奖即给予巨额奖金这两项政策影响最大。在现实之经济利益考虑下，传统之"商业电影"投资者既然得不到辅导金的好处，加上香港拥有较强之明星号召力和电影卖埠价值，乃纷纷将资金挪往香港拍片，然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将这些台湾片商投资的影片以港片姿态再进口到台湾上映。1992和1993两年，港片在台上映数量突然暴增二三十部，应该就是这种"台产港片"产生的效应。另一方面，制片费用较低或由新进导演执导的电影，由于在台湾电影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低，因此纷纷放弃本上市场，转向以"国际影展口味"来企划制作他们的"艺术电影"。其实这只是一种"以艺术包装商业"的变通策略，说白了并无特别骄人之处可言。然而，这种策略在当时却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比较容易取得制片辅导金之实质资金帮助，解决筹措资金上的困难，增加新片之开拍机会。 

　　二、比较容易获选参加国际影展，只要人围，就可以取得新闻局发给之奖金，又可以增加影片与导演个人在国际上的曝光率与知名度，增加影片出售国外版权的机会。假如幸运获得大奖，不但新闻局发给之奖金数额更高（从新台币100万到4OO万元不等），而且影片之版权费水涨船高，可谓一举数得。 

　　三、比较容易经由这种方式累积导演个人实力，吸收外国资金对其新作的投资。例如候孝贤的《海上花》蔡明亮的《洞》、林正盛的《放浪》等，都有相当高的外资比例（日本、法国等资金），而这些影片同时也可以获得台湾的辅导金，何乐不为呢？ 

　　至于一般的台湾电影制片公司，在传统国片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则逐渐将"获得辅导金"作为他们是否开拍该部影片的指标，而将他们本身对电影市场的专业判断抛置脑后。这种"唯评审口味是尚"而"置观众口味于不顾"的舍本逐末心态，使台湾本土电影本来已经不强的市场竞争力更加削弱至几乎近于零。《洞》的制片人焦雄屏（曾经是著名的影评人）曾公开承认，她自己在评估此片的口收预算时把台湾市场"归零"。

　　另一方面，当局执行外片开放政策的冒进，则彻底摧毁了本国电影的生存空间，也丧失了国片放映的通路。1987年戒严令解除，外汇管制开放，使得投资或购买外片变得有利。新闻局宣布取消外片配额，外片使应声而入。初期，"美商"与"华商"之间为了经济利益互不相让，戏院成为割据战场。至1989年，戏院工会要求当局废除外片进口限制。当局为因应加入WTO的新环境，决定对外国电影采取开放措施。至此，整个台湾电影市场拱手让予外国电影。美商八大公司出品更以其强势产品和行销垄断了台湾的电影经济命脉，国片市场一厥不振。 
在80年代晚期，由于录影带、激光影碟、有线电视等新兴视听媒体陆续出现，以及MTV、KTV等娱乐场所竞争之下，传统的电影放映业本来已逐渐丧失对观众的独一无二吸引力，电影院的数目已剧减至1990年的567家，其中还有一些是一家戏院内有数个放映厅同时营业，故实际之电影院数目更少。而此时当局却猛然增加百片的供应量，这些较具市场吸引力的影片大量垄断数量有限的电影院，等于抢夺了国片原有的市场通路。戏院业者为了争取更多影片在自己的戏院上映，不管是否具有条件，纷纷将原有的大厅改建成二三个小厅。不料此举引起当局工务单位对安全问题的关切，于1993年暑假期间铁腕执行戏院的建筑安全检查。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建管处对公共安全覆检中不合格的十家戏院进行断水断电措施，其中大部分为放映国片的戏院，因此国片的市场生机更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好莱坞正好推出《侏罗纪公园》等超级卖座片，对台湾电影市场不但造成秋风扫落叶的震撼，也自此扫走了台湾观众对本上电影的兴趣和信心。 

　　当局电影政策的反复不定造成对台湾电影发展的严重伤害，亦可见诸"开放大陆电影与否"的相关法令矛盾上。本来在1987底，台湾政府宣布开放人民赴大陆探亲等重大措施后，两岸互动情势令人充满期待。主管电影业务的新闻局亦迅速在1988年开放进口首都在大陆拍摄实景的影片《笑声泪影大陆行》在台上映，并宣布国片出现大陆景观之三大原则。又拟定大陆电影政策初步方向，在没有共产党资金的原则下，台片可赴大陆拍摄。此消息令台湾电影制片界大为雀跃，咸认为大陆河山的外景拍摄和两岸交流的新题材会为台片观众带来新的吸引力，是台湾电影绝地反攻的一个新契机，因而纷纷摩拳擦掌。不料到了1989年，"电影片输出输人许可办法"修订，宣布赴大陆拍摄并用多数大陆演员的外资片无法在台上映。大陆工作会报通过赴大陆采访及拍片的办法亦十分保守。新闻局甚至表示台湾电影不得赴大陆拍片，但香港影人已迫不及待偷跑。 1990年，台湾电影界认为大陆政策开放尺度过于保守，决至立法院陈清，为两岸影片交流政策催生。到了1991年，现行的电影政策尚不准大陆演员参加台片演出，片商乃自行变通，同时拍两个版本，一个有大陆演员，一个没有，分别在香港等海外市场和台湾上映。到1992年，新闻局却又宣布开放"优良电影剧本甄选办法，允许包括大陆同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国人参加，得奖的大陆剧本甚至可申请电影制作辅导全。

　　一个本来大有可为的开放大陆拍片政策，结果却在这种摇摆不定、进退维谷的状况下演变成一种"不知是要鼓励还是要禁止两岸电影交流"的荒谬绝伦现象。有一些自行赴大陆拍外景和采用大陆演员演出的台湾电影，申请上映时被新闻局剪得支离破碎，或根本予以禁映，其中还包括获得电影辅导金奖励的优良影片《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等在内。如今看来，这种行政干预是极为不智的举动，但在当时却活生生地扼杀了台湾电影业复苏的生机。有一些较具实力和雄心的电影公司干脆出走至香港，宁愿先牺牲台湾市场也要开拍"大陆片"进军海外市场，例如年代公司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汤臣公司的《霸王别姬》等都是鲜明的例子。这些影片后来都获得了国际性的崇高声誉和良好的市场反应，但都已跟台湾无关了，难道这不是台湾电影界的损失吗？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大陆电影开放，则拖到1997年《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式在台湾市场上公开上映才算实现，但此时台湾观众对大陆电影的期待已经冷却。尽管此片前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多项大奖，观众反应仍十分冷淡。其后上映的《大太监连英》、《鸦片战争》等数部影片亦乏人问津。

　　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往后几年片商也就懶得再引进大陆片在台上映了。 

　　急功近利的片商对台湾电影业的伤害亦因政策矛盾的"政府"不相上下。此话怎么说？ 

　　台湾的电影市场由于本上电影产量不足，一向严重依赖香港电影的输入，政府亦对港片不加限制，同样以国片视之。80年代晚期，录影带业蓬勃发展，两国片录影带更成为市场上渴求的热门货。争取不到港片的一些录影带商，干脆摇身一变为影片商，自行拍片和发行，大量生产"院线片录影带"。所以在原有六条国片院线已经生意不景的情况下，仍然于1990年成立第七条国片院线，推出大批低成本制作的本上电影。这些影片在戏院放映时卖座如何已不是这些片商的关心重点，利用电影上片时的宣传将影片的知名度炒热，然后于录影带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才是真正的目的。但如此一来，这些制作浮滥的烂片却足以令观众对台片的水准大失所望，从而将观赏国片视为畏途。

　　另一方面，较具市场号召力的港片却又奇货可居趁机涨价，使台湾片商们为了逐利而争先恐后当冤大头。要不然就是干脆将资金投到香港，投机取巧地开拍港式商业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足以削弱他们投资拍摄台湾本土电影的资金和意愿，以至最后把拍摄台湾电影当作是当局的责任。 

　　1993年刮起的"侏罗纪旋风"把港片也吹倒了，此时此刻的台湾片商便对港片的高价太感吃不消。于是在1994年，片商条出"统一采购"的杀手锏，由'片商公会联谊小组"作出决议：未来卖价在港币150万以下的港片，可自由购买；在150万以上的片子，则统一由联谊小组出面购买。竟然在台湾实行起计划经济来了。不愿意遵守此决议的港片，被刻意排挤无法上片，于是港片在台湾原有的市场优势也逐渐断送，原有行之多年的国片院线制为之瓦解，戏院绝大部分放映两片，成为"好莱坞一统天下"。 

　　而90年代的好莱坞正是以"高科技"和"超大型投资"此两大策略抢攻其他国家电影市场的年代，实行自由贸易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地纷纷失守，美国片所占据的市场分额均在六七成以上。原来对美国片采取一定程度保护主义的一些亚洲国家，则透过美国政府的贸易谈判作为武器逐一攻城略地，实行其"好莱坞电影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行销策略。1995年，美国迪士尼公司正式在台成立分公司，至此，好莱坞八大公司在台湾全部结束以前的"代理阶段'"而走向"直营阶段"。1998年，美商投资的华纳威秀影城（拥有18个放映厅）正式登陆台北市，将华商经营的戏院打得东倒西歪，如今几乎囊括了全台北市一半的票房收入。台湾电影业界面临如此巨大的攻击根本全无还手之力，国片（台港片）市场占有率由九十年代初的50％，下跌到九十年代末的不到5％，情况之惨令人不忍年睛。 

　　最后说到核心的电影创作人。由于90年代台湾本土电影的拍片量大幅萎缩，很多在80年代活跃的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纷纷离开了原有的工作岗位，或转往电视界发展，或转往香港发展、或干脆转到其他行业。而新人也似乎无棒可接，形成了极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一向雄踞台湾商业电影市场、每年拍片量高达五六部的导演朱延平，到了90年代末期都要被迫转向电视发展，情况之恶劣可以想见。

　　光就导演这一项而言。原来在80年代台湾新电影时期居于重要地位的陈坤厚、张毅、万仁、柯一正、虞戦平、李伯宁、林清介等人，都难得再有新作推出。能够以正常拍片量继续创作并维持一定水准的导演，剩下候孝贤、杨德昌、王童等三位。而他们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也拍出了个人创作生涯的高峰之作：《悲情城市》（1989）、《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无言的山丘》（1992），但自此之后近十年来，他们的创作活力便明显地停滞不前，新作品也不再叫人兴奋。 

　　至于在90年代崛起的新导演又如何呢？台湾电影界在这个十年的最大成就，似乎就是发掘了李安，并且让他在台湾电影界一起步使得以发挥所长，然后顺利进军国际，从"台湾的李安"变成"世界的李安"。而李安本人从一开始的《推手》便本着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精神，然后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创作方式，巧妙地活用好莱坞式的叙事技巧，拍成了雅俗共赏的"家庭三部曲"--《推手》（1992）、《喜宴》（1993）、《饮食男女》（1994）。这些中国家庭片不但广受台湾观众喜爱，也令欧美观众共鸣，在国际上创下相当高的卖座纪录。其中，《饮食男女》更成为1994年全球最赚钱的一部电影（以影片的制作成本和票房收入的比例而言），这是台湾电影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一般台湾电影给人的感觉就是"只会得奖、不会赚钱"，但是李安以他的电影作品说明了"得奖"和"赚钱"其实是并行不悖的。

　　可惜，大部分的台湾新导演并不作如是想，他们一意孤行地不顾观众（尤其是台湾的国片观众），只想挖空心思讨国际影展评审的欢心。所以他们的作品大都放弃用一般观众了解的方式说故事，在取材上也刻意挑战道德禁忌，如：乱伦、同性恋等等，籍以彰显他们的"创作勇气"。这方面的影片以蔡明亮的《爱情万岁》（1994）、《河流》（1997）和林正盛的《美丽在唱歌》（1997）《放浪》（1998）为代表。另一些创作野心较弱的新导演，则理所当然地沿袭台湾新电影前辈惯用的"乡土题材加长镜头叙事风格"，人人都想做侯孝贤第二。这方面可以徐小明的《少年也！安啦》（1992）和张作骥的《忠仔》（1997）为代表。另外也出现过一些风格比较特别的新导演，例如从剧场跳进银幕的赖声川、编而优则导的吴念真、从电视台断进电影团的陈玉勋，他们的处女作《暗恋桃花源》（1992）《多桑》（1994）和《热带鱼》（1995）都教人颇感兴奋，但在第二部作品反应不如理想之后便迅速跳离电影界，不再跟没有前途的台湾电影继续厮混下去。只有搞"体制外独立拍片"的黄明川，近十年来始终坚持其创作信念，以"替人打工所得全数投入个人创作"的克难方式，陆续推出了《西部来的人》、《宝岛大梦》、《破轮胎》等三部各具特色的言志之作，不管其作品的艺术成就如何，其创作诚意已叫人敬佩。 


